
第三轮修改说明

题目：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感的

中介作用

稿号：psysci21-426

尊敬的审稿专家：

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此文稿进行的详细而具体的指导。作者根据审稿专家的宝贵意

见，对文章进行修改。现对审稿专家的意见进行逐条说明。

审稿专家一：

对于数据的统计处理上再做更严谨的修改

答：感谢专家的指导！作者结合审稿专家二的意见，对数据处理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修改

和说明，以便使数据处理过程和数据结果更严谨。

审稿专家二：

对之前所提的数据问题仍然存在疑问，特别是如果作者的数据如回复所说是符合正态分

布的，那么效应值应该处于置信区间的中间位置(均值)，上下区间的点值与效应值的差值应

该大致相等，效应值±1.96SE应该与所呈现的 95%置信区间大致相同。作者应该思考和回

复为什么有的路径效应值及其置信区间符合一般规律，有的却又不符合。作者能否给出合理

的解释，以解决审稿人的疑问？另外，作者取 Lower2.5%和 Upper2.5%的数值，那呈现的

就是 97.5%置信区间，而不是表格中写的 95%置信区间。再有，总中介效应估计值是 0.202，

而不是作者在表格里写的 0.272，即便只是笔误，在改了几稿的文章中也不应该再出现。对

于数据问题应该慎之又慎，请作者再次检查，并给出合理解释。

答：感谢专家的意见！作者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查阅有关高级心理统计学的文献和

请教心理统计学教授后，进一步对专家所提的意见和疑问进行解答。

（1）首先，确如专家所言，效应值±1.96SE应该与所呈现的 95%置信区间大致相同。

由于本研究在之前进行共线性和数据分布检验时发现，本研究的各主变量偏度和峰度值在

-0.02~0.04之间，一些变量的偏度（如主动性人格）为 0.043，略微呈正偏态分布。但由于

对于偏度和峰度的检验是以大于或小于 0为界限的，事实上，在一组数据中，要使偏度或峰



度系数恰好等于 0的可能性很小，故将偏度或峰度系数在 0左右摆动的情况，亦可接受，属

于近似正态分布（刘红云，2019；张厚粲，徐建平，2021）。然后，按照中心极限定理，如

果一组数据的样本属于大样本数据，则样本平均数的抽样分布将近似正态分布，而与该量所

在群体总体分布无关。在本研究中，样本量为 780，属于大样本研究，因而样本统计量的抽

样分布（也包括 bootstrop方法的抽样分布）可以认为是接近正态分布，既本研究的统计方

法完全可以适用（张厚粲，徐建平，2021）。最后，本研究在处理结构方程模型的时候，采

用的是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方法。Bootstrap 法是一种自抽样的样本统计量分

布，从样本中重复取样的方法，在其前面冠以“非参数”，是因为所论的 Bootstrap 法对于数

据的分布形态不做要求，因而不必要求调查的数据样本本身满足正态分布（如果是正态分布，

那就更好了）。而且，由于使用的置信区间计算方法属于偏差校正后的置信区间，其检验力

比以往的检验更高，这在以往的理论研究和有关量化研究方法论的文献中均可得到支持（温

忠麟，叶宝娟，2014）。此外，作者接受专家建议的数据修正方法，按照以往的修正方法（正

偏态数据进行平方根或平方转换，负偏态数据按照立方根或平方转换（刘红云，2019））对

数据进行了修正，但带来的是造成数据结果解释上的困难，也会造成新的系统性偏差。另一

方面，在 Mplus的模型估计设置 Analysis 命令中，可以用 MLR 或 MLM 进行数据估计，

MLR或MLM这 2种方法是针对偏态数据估计的统计方法（王孟成，2014）。但研究者考虑

到MLR或 MLM不提供每个路径系数估计的 95%的置信区间（只提供估计的效应值及其 t

值），而且，在 Mplus里面，当数据呈现偏态时，Bootstrap法可以取代MLR或 MLM法，

而且还能提供 95%的置信区间。基于此，本研究不再针对数据的分布形态进行进一步的统

计转换，因而所得到的一些路径效应值及其置信区间可能在±1.96SE中间但不一定在正中。

但总体来讲，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并不存在矛盾性偏差，经过作者反复修改和核对统

计处理过程，已做到了消除数据分析错误做法的可能性，希望得到专家的谅解，并希望能与

专家您进一步的商榷。再次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让我们又对基本统计理论的理解加深了理

解！

（2）经过作者查阅文献及与心理统计学教师请教，本研究所取的 Lower2.5%和

Upper2.5%的数值是 95%的置信区间，因为本研究使用的是双侧检验（通常在结构方程模型

的中介效应分析中都采用此做法），所以 95%置信区间的下限的点值是 2.5%，上限的点值是

97.5%，显著性水平的概率值为 5%（张厚粲，徐建平，2021）。在Mplus里面，这两个点值

分别是 Estimate左右的 Lower2.5%和 Upper2.5%的数值，居于这两个值中间的区间，即为每

个效应值的 95%置信区间。比如将一个容量为 1000 的样本当作 Bootstrap总体, 从中有放



回地重复取样（比如抽样 500次）, 每次抽样可以得到一个 Bootstrap样本，共可抽取 500

个样本。对于这 500个样本，可以得到 500个所估计系数的估计值。将这 500个系数按数值

从小到大排序, 其中第 2.5 百分位点和第 97.5 百分位点就构成一个所估计系数的一个置

信度为 95%的置信区间（温忠麟，叶宝娟，2014）。

（3）感谢专家的意见，之前作者写的总中介效应值是 0.272，这是只考虑到显著的中介

效应值，没有将不显著的总中介效应值（有的是负值）考虑在里面。在专家提出这种计算错

误后，作者在此次的修改中，将不显著的中介效应值考虑在里面了，即 0.202，并对原来错

的数值进行了修改，感谢专家的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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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孟成. (2014). 潜变量建模与 Mplus应用(基础篇).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张厚粲, 徐建平. (2021). 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第 5版).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二轮外审修改说明

审稿专家一

经过修改，论文质量有一定提高，但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问题提出部分需继续加强理论模型的论证 关于主动性人格对网络积极反馈的影

响过于牵强，根据概念界定，网络积极反馈是指个体在社交网站上，获得网友对自己所发布

社交内容的认可和评价程度（Liu & Brown, 2014），网络积极反馈量表得分越高，说明个

体在社交网站中不同活动得到的积极反馈的频率越高。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最有可能寻求

他人的积极反馈（Bakker et al., 2012; Li et al., 2011）但作者表达的意思似乎是主动性人格

影响了网络积极反馈感知。这从逻辑上有点说不通。另外，网络积极反馈与生命意义感的

关系，作者也没有充分论证两者的关系。

答：感谢专家的意见！有关主动性人格与网络积极反馈的关系中，网络积极反馈文字表

述确实存在不合理之处。作者重新查阅原始文章的表述（Liu & Brown, 2014），网络积极反

馈强调的是个体在社交网站中不同活动得到或获得积极反馈的频率，不是网络积极反馈感知。

对此，作者将表述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了修改。另外，在网络积极反馈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作者重新梳理和论证网络积极反馈分别与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的关系。与此同时，

为加强理论模型的合理性，作者把重复的假设进行了删除和完善。具体如下：

（1）主动性人格与网络积极反馈的关系

从外在社交关系来说，网络积极反馈是指个体在社交网站上，获得网友对自己所发布社

交内容的认可和评价程度，其反映的是个体与网友之间社交关系的紧密程度（Liu & Brown,

2014），也是网友之间人际互动和维持良好关系的信号（Liu & Brown, 2014; Tong & Walther,

2011）。具有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拥有积极的心理功能，会寻找机会影响所存在的环境，积

极参与到人际互动中（Jawahar & Liu, 2017; Thompson, 2005）。那么，在网络环境中，具有

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可能会积极关注网友给予的积极反馈和支持性回应，从而促进良好人际

互动的维持。有实证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的个体在工作环境中最有可能寻求或获得他人的

积极反馈（Bakker et al., 2012; Li et al., 2011）。相较于面对面的工作环境，网络环境具有便

捷性、匿名性以及随时互动性等特征，大学生收到网友对自己所关心内容的点赞、评论、或

支持性评论的频率会更高（Wang et al., 2020）。由此可知，具有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获得网



络积极反馈的频率更高。此外，网络积极反馈作为一种支持性回应，有利于大学生网络利他

行为的发生（陈妮娅等, 2020）。具体来说，个体从社交网站中获得的积极反馈频率越高（如

微信朋友圈收到他人的点赞或积极评论等），其获得的积极肯定和网络社会支持水平也就越

高（郑显亮等, 2021）。在网络环境下，个体受到这种积极情绪和正面回应的推动下，也更容

易对他人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陈妮娅等, 2020; 姜永志等, 2019）。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

出主动性人格通过网络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而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假设 2）。

（2）网络积极反馈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目前，探究网络积极反馈分别与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关系的研究虽然较少，但

有相关研究发现，来自社交网站上的他人反馈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概念形成（Jong &

Drummond, 2016; Wang et al., 2020），而自我概念影响着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与生命意

义感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刘杨, 2020）。据此可以推测，网络积极反馈与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

存在一定的联系。具体来说，在网络积极反馈与生命意义寻求关系中，存在主义理论认为，

个体一生都在追求有意义的联结，在关系中找寻存在的“意义”（Heine et al., 2006）。这种关

系联结促使个体依靠他人对自我的反馈和回应，来发掘、定位和觉知自己对生命意义的寻求，

体现出他人反馈对个体生命意义寻求的影响过程（King & Hicks 2021; 张荣伟等, 2020）。在

网络积极反馈与生命意义体验的关系中，以往研究发现获得他人的支持性反馈对个体来说是

一种奖赏过程（衡书鹏等, 2020）。个体通过在网络上与网友的互动行为，感觉到自己的人生

有目标、有意义和有价值（陈晓燕等, 2021），从而提高自身的生命意义体验。因此，基于主

动性人格对网络积极反馈的促进作用，提出主动性人格通过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寻求的

链式中介作用而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假设 6）；主动性人格通过网络积极反馈和

生命意义体验的链式中介作用而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假设 7）。

（3）理论模型



图 1 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感在主动性人格与

网络利他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补充参考文献：

陈妮娅, 叶江彬, 申月红. (2020). 大学生社交网站中的积极反馈、网络利他行为与快乐感的关系研究.

安康学院学报, 32(2), 110–114.

衡书鹏, 赵换方, 牛更枫, 周宗奎. (2020). 朋友圈点赞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

型.心理发展与教育, 36(3), 341–349.

Tong, S., & Walther, J. B. (2011). Relational maintenance and CMC. In K. B. Wright & L. M. Webb

(Ed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pp. 98–118).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研究工具部分，建议为每个工具补充一个示例。

答：感谢专家的意见！作者已在研究工具部分，为每一个工具补充了一个示例，具体

见文章标红部分。

审稿专家二

经过修改，文章质量有所提高，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假设过多，不够清晰，很少见到一篇文章提出十个假设，一些假设有重复，如中介的

假设是包含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关系以及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的。而且，中

介假设没有清楚论述影响方向。

答：感谢专家的意见！作者已将重复的假设进行删除，最终简化为包含一个直接效应假

设、三个中介效应假设以及三个链式中介效应假设，并在中介假设中将影响方向论述清楚，

具体如下：



图 1 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感在主动性人格与

网络利他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2主动性人格问卷使用的是国外量表，效度如何需要报告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图 2模

型结果图应该区分显著与不显著的结果。

答：感谢专家的意见！

（1）作者已在“2.2.1 主动性人格问卷”部分增加了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具体内容

是“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 α系数为.94，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模型拟合良好

（2/df =4.72, TLI = .97, CFI = .98, RMSEA = .07）。”

（ 2）作者已在图 2 中增加了显著与不显著的结果，具体如下图所示：

3主动性人格、意义寻求/、意义体验三者之间相关过高，而且虽然意义寻求、意义体

验都与网络利他行为正相关，但当分析中介效应时，主动性人格→意义体验→意义寻求→网

络利他行为的效应值竟然是负的，虽然结果不显著，但也提示某些问题，如变量可能存在过



高的共线性问题，作者需报告数据分布情况以及共线性检验结果，并且在共线性过高时进行

一定矫正。

答：感谢专家的意见！根据专家的意见，作者对数据分布情况和共线性进行检验。在数

据分布方面，各因变量的峰态和偏态指数在-0.02~0.04之间，说明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共线性检验发现：容忍度（Tolerance）的范围在 0.32~ 0.85 之间，均>0.1；方差膨胀因子

（Variance Inflate Factor, VIF）的范围在 1.18~ 3.13之间，均<5；条件指数（Condition Index,

CI）的范围在 1.00~ 3.50之间，均<30，这些指标说明，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4表 2中，主动性人格→网络积极反馈→意义体验→网络利他行为的中介效应量 0.10，

与根据置信区间上下限大概计算出来的效应量并不相符，类似的问题可能也存在于主动性人

格→意义体验→意义寻求→网络利他行为、主动性人格→网络积极反馈→意义体验→意义寻

求→网络利他行为以及总中介效应（显著）上，请作者仔细检查核对。

答：感谢专家的细心核对！作者仔细核对，发现未存在错误。具体的运行结果如下图：

注：x表示主动性人格，m1表示网络积极反馈，m21表示生命意义寻求，m22表示生

命意义体验，y表示网络利他行为，y1-y4分别表示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网络

提醒。

5实践意义部分，人格特质只是中等程度的稳定，并非绝对稳定不可变，作者既然将主



动性人格视为自变量，就应该首先考虑改变自变量，而不是抛开自变量只考虑中介变量。

答：感谢专家对人格特质特性的指导。鉴于人格特质有一定的可塑性以及也是本研究的

自变量，所以，作者在实践意义部分补充了对主动性人格部分的讨论，具体如下：

在实践意义上，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应重点培养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比如学校

在日常教学管理实践中多鼓励学生在多种环境中积极主动地去探索，给学生创造改变环境的

机会；父母在家庭教养方式中多采用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给予大学生温暖的关爱和情感支

持（杨强等, 2021）。

补充参考文献：

杨强, 张佳俐, 倪林英, 王书荣, 李智慧, 叶宝娟. (2021). 父母情感温暖对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的影响:

主动性人格和核心自我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6),1290–1293.

6作者的链式中介效应极小、占比极低，作者说“鼓励大学生在社交网站中与好友、朋

友、家人等进行积极的线上互动和反馈，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地使用社交网站，增强对生命的

感悟”似乎还是强调通过链式中介发挥作用。但是更需要说清楚的是，如何通过网络积极反

馈、如何通过生命意义体验的单独效应发挥作用。而且，直觉经验，当下，生命意义体验也

不是多用社交网络得到积极反馈就能增强的。

答：感谢专家的意见和指导！通过对三个间接路径的大小比较发现，与其他两个单独中

介效应相比，链式中介效应相对较小。对此，作者在实践意义部分修改为如何提升网络积极

反馈、如何提高生命意义体验，具体如下：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尝试从提升内在生命意义体验和外在网络积极反馈两个角度促进个

体积极主动的行为。就生命意义体验来说，开展有关生命意义的教育、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

各项有意义的活动等；就网络积极反馈而言，鼓励大学生在社交网站上呈现真实的自我，多

进行情感的表达，从而增加获得积极情感联结的可能性。

7问题提出和讨论部分语言都需要再做凝练，并且需要重点突出语句之间的逻辑。目前

虽然补充了很多内容，但是逻辑脉络并不清晰，文章可读性很受影响。

答：感谢专家对文章语句之间逻辑性的指导！作者在认真修改完善后，请两位老师对

文章的语言进行挑剔性阅读，以便增加文章的可读性。



第一轮修改说明

题目：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感的

中介作用

稿号：psysci21-426

尊敬的审稿专家：

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此文稿提出的详细修改意见和具体指导，作者此拙作的确存

在很多不严谨和需修改之处，您的意见给我们拙作内容的严谨性以及质量的提高带来了很重

要的启发和帮助。作者根据您的宝贵意见，在原来基础上查阅相关参考文献，进一步对拙作

做出了相应的修改。现根据您的修改意见进行逐条说明，并已用红色字体在文中标识出来。

审稿专家 1：

修改意见：该文聚焦于主动性人格与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分析主动性人格与大

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感的作用，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但是存在很

多问题。

1 核心变量概念和变量计算存在问题。生命意义包含意义寻求和意义体验两个维度，两个维

度概念内涵截然不同，作用影响也不尽相同，目前的研究多是聚焦于生命意义的具体维度做

具体的探讨，而作者在概念上没有明确探讨的是意义寻求还是意义体验，在分析上将两个维

度分数加总作为“生命意义”也是不恰当的。

答：感谢专家对生命意义两个维度相关概念和数据处理方面的指导。 确实如专家所说，

当前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主要从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两个分维度来探讨其对个体身心健康、

认知和行为的影响（Abu-Raiya et al., 2021; Li et al., 2021）。对此，作者在前言部分明晰了意

义体验和意义寻求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以及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的关系；在数据处理部

分部分将两个维度分开做中介模型的检验；在讨论部分对两个分维度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探讨，

具体如下：

（1）“1 问题提出”部分

从内在整合关系来说，主动性人格作为一种优良的人格，可有效增强个体整合个体世界

和自我之间的关系，提高自身生命意义感（Jackson & Beck, 2021; King & Hicks 2021）。生命

意义感是指个体感到自身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包含了个体当前生命意义感的认知水平（生命



意义体验）以及追寻自身生命意义感的动机程度（生命意义寻求）（Steger et al., 2006; Steger

et al., 2008）。其中，基于需要和动机关系框架，个体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呈正相关，

生命意义寻求动机由生命意义体验诱发（李占宏等, 2018; Abu-Raiya et al., 2021 ）。实证研

究发现，主动性人格与生命意义寻求的倾向密切相关（Wang et al., 2019），积极主动的人

会认识到并积极抓住有意义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的价值感（Işık & Üzbe, 2015）；

主动性人格可有效促进个体的生命意义体验（Huang et al., 2020），生命意义体验在人格和

员工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Miller & Rottinghaus, 2014）。由此推测，主动性人格可以

正向预测生命意义寻求（假设 4）和生命意义体验（假设 5），生命意义体验正向预测生命

意义寻求（假设 6）。在生命意义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中，由恐惧管理理论可知，个体为

了寻求生命的意义，受文化世界观的影响更倾向于表现出对他人和社会有利的行为（田间,

2011）；个体生命意义体验可有效促进有利于他人的亲社会行为（刘群等, 2020; Dakin et al.,

2021）；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谢园梅, 郑显亮, 2021）。这

些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水平高的个体，其身心健康水平会更高，更愿意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社

会的发展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团体中，实施对集体有意义的利他行为（方建东, 常保瑞, 2019;

Li et al., 2021）。由此提出主动性人格通过生命意义寻求（假设 7）和生命意义体验（假设 8）

的中介作用而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

另外，网络积极反馈作为个体的一种基本心理需求，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连帅磊等,

2017），而人际关系是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来源（Carlo et al., 2016）。目前，虽未有研究直接探

究网络积极反馈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但是社交网站作为大学生获得积极反馈的完美平台，

来自他人的反馈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概念（Jong & Drummond, 2016; Wang et al., 2020）。个体

独特的人生境遇塑造其自我概念，影响着个体对其自我价值的认识，与生命意义感有着显著

的相关性（刘杨, 2020）。存在主义理论认为，个体一生都在追求有意义的联结，在关系中

找寻存在的“意义”（Heine et al., 2006）。在关系联结中，个体会依靠他人对自我的反馈和回

应，来发掘、定位和觉知自己的存在意义，即他人的反馈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的存在（King &

Hicks 2021; 张荣伟等, 2020）。实证研究发现，在网络上与网友的互动行为，如更新动态、

发表评论等可正向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陈晓燕等, 2021）。因此，基

于以往的研究，提出网络积极反馈正向预测大学生生命意义寻求（假设 9）和生命意义体验

（假设 10）。

（2）“3.3 中介效应检验”部分



主动性人格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β = .15, t = 2.51, p = .012, 95% CI: .03~.25）、

网络积极反馈（β = .33, t = 9.54, p<.001, 95% CI: .26~.40）、意义体验（β = .70, t= 26.61, p<.001,

95% CI: .64~.74）和意义寻求（β = .56, t= 13.24, p<.001, 95% CI: .47~.64）；网络积极反馈能

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β = .35, t=9.55, p<.001, 95% CI: .28~.42）和意义体验（β=.15,

t=4.93, p<.001, 95% CI: .09~.21），而对意义追求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8, t=-.30, p=.763,

95% CI: -.06~.05）；意义体验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β = .21, t = 4.04, p<.001, 95%

CI: .11~.30）和意义寻求（β = .29, t= 5.04, p<.001, 95% CI: .17~.40）；意义寻求对网络利他行

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09, t= -1.58, p=.115, 95% CI: -.21~.02）。

（3）“4 讨论”部分

4.3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积极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假设 4和假设

5），生命意义体验在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积极的中介作用（假设 8），这与之

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刘群等, 2020; Huang et al., 2020）。首先，在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生命

意义体验关系中，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为个体的生命观提供了更广泛的视角和积极的人生

观，使个体能够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生命意义，这反过来也更有助于个体努力追寻生命意义

（Valikhani et al., 2019）。因此，主动性人格积极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体验。其次，在大

学生主动性人格与生命意义寻求关系中，研究发现，个体生命意义寻求的诱发和启动也常常

是个体意识到更高的生活或人生目标时（李占宏等, 2018; Kashdan & McKnight, 2013）。而具

有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会更在意个体自身以及直接互动的网络社会环境，期望自己能够拥有

积极向上的目标和使命（Ozkurt & Alpay, 2018）。因此，主动性人格本身拥有的更高生活目

标可诱发个体的生命意义寻求。最后，对于生命意义体验水平高的个体来说，更多的以他人

为中心，更关注社会的需要，更有可能会设定与社会关系相关的目标，表现出有利于他人的

亲社会行为（刘群等, 2020; Li et al., 2019）。在网络环境中，网络提供给大学生更多施展自

己价值观的机会，因而做出网络利他行为实现自我和谐。因此，主动性越强的个体获得的生

命意义体验越强，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网络利他行为。

然而，生命意义寻求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与假设 7相违背。究其

原因，一方面，Dakin等（2021）虽然发现生命意义寻求促进了个体利于他人的亲社会行为，

但是研究的被试跨越的年龄层次比较广（18-71岁）。与此同时，以往研究发现生命意义寻

求在 18-25岁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下降（Aftab et al., 2019），而青少年和大学生的网

络利他行为随着时间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陈慧萍, 郑显亮, 2021；张璐, 2021），说明了大

学生生命意义寻求的方式在网络利他行为上比较少，还可能存在着其他的变量影响着生命意



义寻求和网络利他行为的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另一方面，以往关于生命意义感与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探索中，未有效区分不同维度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谢

园梅, 郑显亮, 2021）。殊不知，个体生命意义寻求受到的影响因素比较多（李占宏等, 2018），

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积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有消极影响（Fischer et al., 2021; Li

et al., 2021; Soucase et al., 2021），而这些因素对网络利他行为具有积极影响（蒋怀滨, 2019）。

另外，研究发现大学生生命意义体验有助于生命意义寻求，验证了假设 6（李占宏等,

2018; Steger, 2013）。生命肯定观认为，个体寻找生命意义是一个很自然的心理过程，生命

意义体验的加强和巩固是生命意义寻求的动力，其在生命意义寻求的过程中永远保持不竭的

动力（Steger, 201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意义寻求的前置因素模型可知，生命意义体

验和生命意义寻求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会随着情境和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李占宏等,

2018）。在本研究中，生命意义体验与生命意义寻求呈正相关，主要是基于本研究选取的是

大学生群体，且生命意义体验与生命意义寻求水平处于中等水平。Aftab等（2019）发现，

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水平会随着年龄发生不同的变化，但是在个体 20岁左右的时

候，生命意义体验水平和生命意义寻求水平相同且为中等水平，而本研究选取的大学生被试

平均年龄为 20岁左右，因此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

4.4 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网络积极反馈可有效预测生命意义体验，这验证了假设 10。由生命意义

形成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模型可知，关系和自我价值力等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个体将会

获得拥有生命意义的体验（张荣伟, 李丹, 2018）。在网络环境中，他人的积极反馈可以让个

体感知到更高的社交地位和受欢迎程度，满足了个体社交关系等基本心理需要，从而增加大

学生的生命意义体验。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当个体认同某一项任务或活动的价值时，会将其

整合进入到自我意识中并进行自我调节，从而在相应环境中自行决定自己的行为（Deci &

Ryan, 2008）。具有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在网络社交等活动得到他人的积极反馈越高，会

更看重社会的需要和对社会的价值，因此将这种价值融合到自我意识里面，成为自我建构意

义的一部分，愿意付出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来达到自我的和谐。因此，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

意义体验在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然而，网络积极反馈不能有效预测生命意义寻求，假设 9未得到验证。网络积极反馈对

生命意义寻求没有影响可能是因为网络社交关系的满足，降低了个体寻求生命意义的动力。

这一结果间接支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即当需求受到挫折时，个体才会寻找生命的意义

（Klinger 1998; Zhang et al., 2014）。另一种原因可能是网络积极反馈与生命意义寻求之间受



到某些条件变量的影响，比如网络文化、网络人际信任等（余培林等, 2021）。以往元分析研

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生命意义寻求的负向关系效应值较小，且两者的关系受到一些调节变

量的影响（Li et al., 2021）。除此之外，通过对三个间接路径的大小比较发现，与其他两个

单独中介效应相比，链式中介效应相对较小。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更

多是通过两个中介因素的单独作用发挥的，特别是生命意义体验的中介作用，说明主动性人

格的特质对生命意义的体验具有增益性，能够显著地增加个体对生命意义体验的认知水平，

从而进一步推动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

最后，本研究中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体验在主动性人格和网络利他行为的链式中介

作用，深化了主动性人格影响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作用机制，扩宽了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在

网络环境中的行为表现，以及从数据层面支持了意义寻求的前置因素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

意义。在实践意义上，鉴于个体人格特质的稳定性，本研究的两个中介变量对于提升大学生

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概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尝试从外在网络社交和内在生命意义体

验两个角度促进个体积极主动的行为，比如鼓励大学生在社交网站中与好友、朋友、家人等

进行积极的线上互动和反馈，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地使用社交网站，增强对生命的感悟等。

2 分析方法论述混乱。作者说到采用 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 6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但

是图 2中介模型却是包含显变量和潜变量的结果方程模型。严格来说，作者的确因该先使用

结构方程模型或路径分析及性能整体模型拟合情况验证，然后再使用 PROCESS进行回归

分析。

答：感谢专家对中介模型检验过程的指导。作者为使检验过程更加严谨，使用Mplus 8.3

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 2000次进行

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的中介效应检验，具体如下：

依据本研究的理论假设，运用Mplus 8.3中的结构方程模型的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 2000次检验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的中介效应（叶宝娟, 温忠

麟, 2013）。



注：x表示主动性人格，m1表示网络积极反馈，m21表示生命意义寻求，m22表示生命意义体验，y

表示网络利他行为，y1-y4分别表示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网络提醒。

补充参考文献：

叶宝娟, 温忠麟. (2013).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方法: 甄别和整合. 心理学报, 45(9), 1050–1060.

3 数据分析需要更加严谨。由于作者采用的是横断问卷设计，可能存在与假设方向不同的中

介模型，作者还有必要对竞争模型进行分析，比较所假设的中介模型是否是拟合最好的模型。

答：感谢专家对数据分析过程的指导。为增加数据分析过程的严谨性，作者增加了假设

模型（“主动性人格→网络积极反馈→意义体验→意义寻求→网络利他行为”）分别与对调模

型（“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积极反馈→意义体验→意义寻求→主动性人格”）和平行中介模型

的增值适配度指数和简约适配指数的比较，发现假设模型拟合更好，说明了本研究所假设的

中介模型是拟合最好的模型。文中具体内容如下：

检验共分为三步：首先，检验“主动性人格→网络积极反馈→意义体验→意义寻求→网

络利他行为”的假设模型，该模型各拟合指标良好（2/df = 4.03, TLI = .96, CFI = .98, RMSEA

= .02）；其次，检验“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积极反馈→意义体验→意义寻求→主动性人格”的

对调模型和中介变量的平行中介模型。结果发现，假设模型与对调模型的增值适配度指数相

同，假设模型的拟合度优于平行中介模型（2/df = 13.01, TLI = .93, CFI = .96, RMSEA = .04）。

采用简约适配指数作为模型优劣的参考发现，与对调模型和平行中介模型相比，假设模型的

BIC值分别减少了 1882.48和 88.87（假设模型BIC值为 9470.56，对调模型BIC值为 11353.04，

平行中介模型BIC值为9559.43），AIC值减少了1873.16和102.84（假设模型AIC值为9340.10，

对调模型AIC值为 11213.26，平行中介模型AIC值为9442.94），Loglikelihood值增大了934.58



和 0（假设模型 Loglikelihood值为-4585.82，对调模型 Loglikelihood值为-5520.40，平行中

介模型 Loglikelihood值为-4585.82）。

4 链式中介效应实在太小。链式中介效应仅有 0.004，占总效应的比重仅有 1%多，说明间

接效应更多是通过两个中介因素的单独作用发挥的。作者在结果部分没有呈现三个间接路径

的大小比较，也没有在文中对它们进行必要的讨论。

答：感谢专家对链式中介效应大小比较的指导。作者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之后，发现总

共存在七条链式中介，显著的中介效应是只有三条，并且对这三条中介效应的大小进行比较。

同时，在讨论中对显著的中介效应和非显著的中介效应进行了讨论，具体入下：

（1）“3.3 中介效应检验”部分

为更好呈现主动性人格到网络利他行为的各作用路径，如表 2所示，显著的总中介效应

值是.272，占总效应的 77.05%（.272/.353），通过三条中介链而产生。这三条中介链分别是

主动性人格→网络积极反馈→网络利他行为（IND1，占总效应的 33.43%），主动性人格→

意义体验→网络利他行为（IND2，占总效应的 40.79%），主动性人格→网络积极反馈→意

义体验→网络利他行为（IND3，占总效应的 2.83%）。另外，三个间接路径的大小比较（非

标准化）发现，IND1与 IND2不存在显著差异（Δ= -.02, t= -.61, p=.545, 95% CI: -.10~.05），

IND1与 IND3存在显著差异（Δ= .10, t= 6.37, p<.001, 95% CI: .07~.13），IND2与 IND3存在

显著差异（Δ=.12, t=3.93, p<.001, 95% CI: .06~.18）。

表 2 主动性人格影响网络利他行为的路径及效应分析表

效应 路径 效应量 效果量 95%CI上限 95%CI下限

直接效应 主动性人格→网络利他行为 .151 42.77% .034 .273

中介效应（显著） 主动性人格→网络积极反馈→网络利他行为 .118 33.43% .087 .153

主动性人格→意义体验→网络利他行为 .144 40.79% .076 .216

主动性人格→网络积极反馈→意义体验→网络利他行为 .010 2.83% .005 .019

中介效应（非显著） 主动性人格→意义寻求→网络利他行为 -.051 14.45% -.119 .010

主动性人格→网络积极反馈→意义寻求→网络利他行为 .000 0% -.001 .003

主动性人格→意义体验→意义寻求→网络利他行为 -.018 5.10% -.047 .002

主动性人格→网络积极反馈→意义体验→意义寻求→网络利他行为 -.001 0.28% -.004 .000

总中介效应（显著） .272 77.05% .104 .304

总效应 .353 — .280 .416

（2）“4 讨论”部分

除此之外，通过对三个间接路径的大小比较发现，与其他两个单独中介效应相比，链

式中介效应相对较小。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更多是通过两个中介因素

的单独作用发挥的，特别是生命意义体验的中介作用，说明主动性人格的特质对生命意义的

体验具有增益性，能够显著地增加个体对生命意义体验的认知水平，从而进一步推动个体的



网络利他行为。

5 缺乏对研究不足的必要讨论。该研究采用的横断问卷设计不能严格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

系，但是作者在文中没有对该不足进行任何强调。事实上，作者没有对该文可能存在的一些

不足进行任何论述，是不应该的。

答：感谢专家对本文中研究不足方面的指导。确实如专家所说，文中存在了多方面的不

足，比如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可能存在其他中介变量、生命意义感的测量和其他调节变量等，

文中具体内容如下：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研究的局限和需要改进之处。其一，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选取四所

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横断问卷研究，被试选取较为单一。虽然对主动性人格和网络利他行为

的关系模型进行了假设模型和对调模型、平行中介模型的比较，发现假设模型的各项指标更

优，但难以从时间顺序上有效揭示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可以扩大研究群体，采用纵向

研究的方式进一步揭示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二，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体验在主动

性人格和网络利他行为中属于部分中介作用，说明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仍然还存

在着其他的内在机制，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析两者之间的中介模型；其三，对生命意义感的

测量选用的是经典两维度生命意义感量表，该量表虽然测量了生命意义感的动机成分和情感

成分，但是题目的内容比较笼统，难以有效测量个体生命意义寻求的内容是生命目的、生命

重要性，还是人生理解。未来研究可选用多维生命意义量表（Park et al., 2021），检验不同生

命意义内容对个体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其四，本研究主要从个体层面考察了主动性人格和

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该关系或许会因网络文化、家庭支持等环境因素的介入而出现差异，

未来研究可考虑纳入这些环境因素，以便更全面地探讨影响网络利他行为的前置因素。

补充参考文献:

Park, C. L., George, L. S., & Ai, A. L. (2021). Measuring three distinct aspects of meaning in life: The

multidimensional existential meaning scale (MEMS). In Assessing spirituality in a diverse world (pp. 117-140).

Springer, Cham.

6 讨论部分对数据结果的解释不够深入，很多论述仅是对结果的描述，没有给出具体可信的

原因性的解释。

答： 感谢专家对讨论部分内容的指导。作者在讨论中，增加了解释研究结果的相关研

究和理论支撑，给出了具体可信的原因性解释。同时，为使讨论内容结构更加清晰，作者分

开讨论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链式中介作用，具体如下：

4.1 大学生主动性人格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主动性人格对网络利他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这

验证了假设 1，与前人的研究相对一致（刘伟国, 施俊琦, 2015; McCormick et al., 2019）。以

往关于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研究当中，学者们常常将大学生当作网络环境适应、被动接受网络

信息影响的受体（黄树军, 2022）。但是，实际上，大学生并不总是被动地接受网络环境对个

体行为的束缚和限制，他们也会主动地试图改变网络环境的现状（高洁等, 2015），采取一系

列利他行为来了解环境，提高自己在网络环境的社交地位和适应能力。在网络环境中，有主

动性人格的大学生能够不断地探寻能改善自己生活的新方式、寻找更好的做事方法等，能有

意识地、直接地改变他们当前的网络社会环境，进而提高网络利他行为水平，促进网络生态

文明的建设。与此同时，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便利性，在网络环境下实施网络利他行为受到

更少的限制，这样对于主动性个体来说，更能发挥自己的优势（Qiao et al., 2020）。

4.2 网络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

主动性人格有效预测网络积极反馈，网络积极反馈在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

中介作用，这验证了假设 H2和 H3。以往研究发现，在个体所有的人格特征里面，主动性

人格是与他人建立良好社交关系的最有力预测因子（唐于红, 赵琛徽, 2018; Jawahar & Liu,

2017）。在网络环境中，主动性人格水平高的大学生更关注自己在社交网站中不同活动上得

到的积极反馈或回应，这种支持性的回应和友好互动也正好是与他人建立积极社会关系的有

力支撑，因此主动性人格可有效预测网络积极反馈。此外，在网络环境中，个体感知到的友

好支持推动着个体产生积极情绪和正面回应，从而更利于产生利他行为（郑显亮等, 2021）。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有自我调节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他们一方面是外界环境的反应者，

另一方面也是外界环境的积极塑造者（Bandura, 1999）。对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而言，网络

环境既提供了他们进行交流互动的平台，也给予了创造自身价值的机会。因此，主动性人格

水平高的大学生，更关注网络带来的积极反馈，从而为了塑造更好的网络环境而做出对他人

和社会有益的网络利他行为。

4.3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积极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假设 4和假设

5），生命意义体验在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积极的中介作用（假设 8），这与之

前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刘群等, 2020; Huang et al., 2020）。首先，在大学生主动性人格与生命

意义体验关系中，研究发现，主动性人格为个体的生命观提供了更广泛的视角和积极的人生

观，使个体能够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生命意义，这反过来也更有助于个体努力追寻生命意义

（Valikhani et al., 2019）。因此，主动性人格积极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体验。其次，在大



学生主动性人格与生命意义寻求关系中，研究发现，个体生命意义寻求的诱发和启动也常常

是个体意识到更高的生活或人生目标时（李占宏等, 2018; Kashdan & McKnight, 2013）。而具

有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会更在意个体自身以及直接互动的网络社会环境，期望自己能够拥有

积极向上的目标和使命（Ozkurt & Alpay, 2018）。因此，主动性人格本身拥有的更高生活目

标可诱发个体的生命意义寻求。最后，对于生命意义体验水平高的个体来说，更多的以他人

为中心，更关注社会的需要，更有可能会设定与社会关系相关的目标，表现出有利于他人的

亲社会行为（刘群等, 2020; Li et al., 2019）。在网络环境中，网络提供给大学生更多施展自

己价值观的机会，因而做出网络利他行为实现自我和谐。因此，主动性越强的个体获得的生

命意义体验越强，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网络利他行为，

然而，生命意义寻求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与假设 7相违背。究其

原因，一方面，Dakin等（2021）虽然发现生命意义寻求促进了个体利于他人的亲社会行为，

但是研究的被试跨越的年龄层次比较广（18-71岁）。与此同时，以往研究发现生命意义寻

求在 18-25岁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下降（Aftab et al., 2019），而青少年和大学生的网

络利他行为随着时间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陈慧萍, 郑显亮, 2021；张璐, 2021），说明了大

学生生命意义寻求的方式在网络利他行为上比较少，还可能存在着其他的变量影响着生命意

义寻求和网络利他行为的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另一方面，以往关于生命意义感与

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探索中，未有效区分不同维度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谢

园梅, 郑显亮, 2021）。殊不知，个体生命意义寻求受到的影响因素比较多（李占宏等, 2018），

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积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有消极影响（Fischer et al., 2021; Li

et al., 2021; Soucase et al., 2021），而这些因素对网络利他行为具有积极影响（蒋怀滨, 2019）。

另外，研究发现大学生生命意义体验有助于生命意义寻求，验证了假设 6（李占宏等,

2018; Steger, 2013）。生命肯定观认为，个体寻找生命意义是一个很自然的心理过程，生命

意义体验的加强和巩固是生命意义寻求的动力，其在生命意义寻求的过程中永远保持不竭的

动力（Steger, 201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意义寻求的前置因素模型可知，生命意义体

验和生命意义寻求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会随着情境和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李占宏等,

2018）。在本研究中，生命意义体验与生命意义寻求呈正相关，主要是基于本研究选取的是

大学生群体，且生命意义体验与生命意义寻求水平处于中等水平。Aftab等（2019）发现，

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水平会随着年龄发生不同的变化，但是在个体 20岁左右的时

候，生命意义体验水平和生命意义寻求水平相同且为中等水平，而本研究选取的大学生被试

平均年龄为 20岁左右，因此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



4.4 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网络积极反馈可有效预测生命意义体验，这验证了假设 10。由生命意义

形成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模型可知，关系和自我价值力等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个体将会

获得拥有生命意义的体验（张荣伟, 李丹, 2018）。在网络环境中，他人的积极反馈可以让个

体感知到更高的社交地位和受欢迎程度，满足了个体社交关系等基本心理需要，从而增加大

学生的生命意义体验。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当个体认同某一项任务或活动的价值时，会将其

整合进入到自我意识中并进行自我调节，从而在相应环境中自行决定自己的行为（Deci &

Ryan, 2008）。具有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在网络社交等活动得到他人的积极反馈越高，会

更看重社会的需要和对社会的价值，因此将这种价值融合到自我意识里面，成为自我建构意

义的一部分，愿意付出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来达到自我的和谐。因此，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

意义体验在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然而，网络积极反馈不能有效预测生命意义寻求，假设 9未得到验证。网络积极反馈对

生命意义寻求没有影响可能是因为网络社交关系的满足，降低了个体寻求生命意义的动力。

这一结果间接支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即当需求受到挫折时，个体才会寻找生命的意义

（Klinger 1998; Zhang et al., 2014）。另一种原因可能是网络积极反馈与生命意义寻求之间受

到某些条件变量的影响，比如网络文化、网络人际信任等（余培林等, 2021）。以往元分析研

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生命意义寻求的负向关系效应值较小，且两者的关系受到一些调节变

量的影响（Li et al., 2021）。除此之外，通过对三个间接路径的大小比较发现，与其他两个

单独中介效应相比，链式中介效应相对较小。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更

多是通过两个中介因素的单独作用发挥的，特别是生命意义体验的中介作用，说明主动性人

格的特质对生命意义的体验具有增益性，能够显著地增加个体对生命意义体验的认知水平，

从而进一步推动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

最后，本研究中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体验在主动性人格和网络利他行为的链式中介

作用，深化了主动性人格影响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作用机制，扩宽了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在

网络环境中的行为表现，以及从数据层面支持了意义寻求的前置因素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

意义。在实践意义上，鉴于个体人格特质的稳定性，本研究的两个中介变量对于提升大学生

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概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尝试从外在网络社交和内在生命意义体

验两个角度促进个体积极主动的行为，比如鼓励大学生在社交网站中与好友、朋友、家人等

进行积极的线上互动和反馈，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地使用社交网站，增强对生命的感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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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建议部分的论述没有突出实践可行性，如何提升主动性人格、如何强化生命意义体验

有哪些已经检验、成熟系统、切实可行的方法或措施没有详细论述。



答：感谢专家对教育建议部分的指导。作者结合审稿专家 3 “教育建议部分建议删除，

不适合放在讨论部分，且占比过重”的意见。将教育建议部分删除，凸显了本研究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意义，以便为教育实践提供一定的思路，具体如下：

最后，本研究中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体验在主动性人格和网络利他行为的链式中

介作用，深化了主动性人格影响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作用机制，扩宽了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

在网络环境中的行为表现，以及从数据层面支持了意义寻求的前置因素模型，具有一定的理

论意义。在实践意义上，鉴于个体人格特质的稳定性，本研究的两个中介变量对于提升大学

生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概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尝试从外在网络社交和内在生命意义

体验两个角度促进个体积极主动的行为，比如鼓励大学生在社交网站中与好友、朋友、家人

等进行积极的线上互动和反馈，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地使用社交网站，增强对生命的感悟等。

审稿专家 2：

修改意见：研究立意一般，研究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有待考量，主动性人格与生命意义感

是何种关系为何在研究数据中高度相关？存在哪些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上的问题有待斟酌

答： 感谢专家的指导。首先，作者重新梳理了各变量的关系，对各个路径的关系提出

相应的假设，以便提高研究假设以及理论模型的合理性。其次，进一步查阅文献发现，目前

的研究多是聚焦于生命意义具体维度（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做具体的探讨。因此，

作者在分析上将两个维度分别加以讨论，发现生命意义体验的中介效应最大，说明主动性人

格的特质对生命意义的体验具有增益性，能够显著地增加个体对生命意义体验的认知水平，

从而进一步推动个体的网络利他行为。最后，以往针对主动性人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作环

境上。然而，基于网络环境的特性，探讨大学生主动性人格对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较少，且

内在机制的探索也较少。同时，有关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的关系，以及两个维度对

个体行为的研究存在不一致的研究结论，所以本研究从横断问卷设计上，对其进行进一步验

证。

审稿专家 3：

修改意见：总体而言，该研究的选题新颖性一般，论证也不够严谨和充分。具体来说，



存在以下明显问题：

1、该文从网络环境探讨了主动性人格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但是缺乏问题提出的相关背

景。建议增添从网络环境视角探讨网络利他行为的原因解释。

答：感谢专家对研究问题相关背景引入的指导。作者进一步增添了从网络环境视角探讨

网络利他行为的原因解释，强调了网络环境特性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具体如下：

以往的研究发现网络环境的特性更有利于个体表现出利他行为，比如网络的匿名性、高

互动、高传播性、低门槛更容易促进个体在网络中做出利于他人的行为（邱娟等, 2020;

Wallace,2015）。那么，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是否基于网络环境的特性更易做出网络利他行

为呢？

在工作环境中，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最有可能寻求他人的积极反馈，并主动丰富他们

的工作经验和工作绩效（Bakker et al., 2012; Li et al., 2011）。而网络环境的便捷性、匿名性

以及随时互动性更增加了个体收到网友对自己所关心内容的点赞、评论、或支持性评论的可

能性（Wang et al., 2020）。

补充参考文献：

邱娟, 江黛苔, 段亚杰, 姚驹, 范春艳, 刘伟. (2020). 大学生网络捐助的影响因素: 求助者特征的视角. 心

理发展与教育, 36(5), 569-575.

Wallace, P. (2015). The psychology of the Intern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ng, Y., Wang, X., Liu, H., Xie, X., Wang, P., & Lei, L. (2020). Selfie posting and self-esteem among young

adult women: A mediation model of positive feedback and body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5(2), 161–172.

2、研究的假设以及理论模型的提出论证的不够扎实，逻辑显得牵强，如：主动性人格、积

极反馈、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不仅缺少相关材料支撑，且论述的逻辑关系需要进一步梳

理。再如假设 H2：主动性人格通过网络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而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利他行

为。这一假设的提出从逻辑和实证依据上均显得比较牵强，以及仅仅由“主动性人格通过网

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不足以推断出链式

中介作用。另外，相关理论支撑也有待斟酌，如：“社会微环境理论”作为探讨网络积极反馈

在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的理论支撑稍显欠缺。

答： 感谢专家对研究假设的逻辑性和理论模型的合理性进行指导。作者将问题提出部

分重新进行梳理，在各变量关系中增加了相关支持材料，增强了论述中各变量关系的逻辑性。

同时，对不合理的理论进行了修改，以便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具体如下：

主动性人格是如何影响网络利他行为的呢，其内在机制尚不明晰。对此，本研究从外在

社交关系（网络积极反馈）和内在整合关系（生命意义感）来考察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



为关系的内在机制。从外在社交关系来说，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体拥有积极的心理功能，会

寻找机会影响所存在的环境（Jawahar & Liu, 2017），积极参与到人际互动中（Thompson,

2005）。那么，在网络环境中，具有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可能会积极关注网络社会环境的变

化、网友给予的积极反馈，以及各种网络互动等。其中，网络积极反馈是指个体在社交网站

上，获得网友对自己所发布社交内容的认可和评价程度，其反映的是个体与网友之间社交关

系的紧密程度（Liu & Brown, 2014）。实证研究发现，在工作环境中，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个

体最有可能寻求他人的积极反馈，并主动丰富他们的工作经验和工作绩效（Bakker et al.,

2012; Li et al., 2011）。而网络环境的便捷性、匿名性以及随时互动性更增加了个体收到网友

对自己所关心内容的点赞、评论、或支持性评论的可能性（Wang et al., 2020）。由此推测，

大学生主动性人格可以正向预测网络积极反馈（假设 2）。另外，实证研究发现，个体从社

交网站中获得的积极反馈频率越高（如微信朋友圈收到他人的点赞或积极评论等），其获得

的积极肯定和网络社会支持水平也就越高（郑显亮等, 2021），同时，个体也会出于互惠动机，

对他人做出更多的利他行为（姜永志等, 2019）。因此，基于以往的研究，提出假设 3：主动

性人格通过网络积极反馈的中介作用而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

从内在整合关系来说，主动性人格作为一种优良的人格，可有效增强个体整合个体世界

和自我之间的关系，提高自身生命意义感（Jackson & Beck, 2021; King & Hicks 2021）。生命

意义感是指个体感到自身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包含了个体当前生命意义感的认知水平（生命

意义体验）以及追寻自身生命意义感的动机程度（生命意义寻求）（Steger et al., 2006; Steger

et al., 2008）。其中，基于需要和动机关系框架，个体生命意义体验和生命意义寻求呈正相关，

生命意义寻求动机由生命意义体验诱发（李占宏等, 2018; Abu-Raiya et al., 2021 ）。实证研

究发现，主动性人格与生命意义寻求的倾向密切相关（Wang et al., 2019），积极主动的人

会认识到并积极抓住有意义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的价值感（Işık & Üzbe, 2015）；

主动性人格可有效促进个体的生命意义体验（Huang et al., 2020），生命意义体验在人格和

员工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Miller & Rottinghaus, 2014）。由此推测，主动性人格可以

正向预测生命意义寻求（假设 4）和生命意义体验（假设 5），生命意义体验正向预测生命

意义寻求（假设 6）。在生命意义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中，由恐惧管理理论可知，个体为

了寻求生命的意义，受文化世界观的影响更倾向于表现出对他人和社会有利的行为（田间,

2011）；个体生命意义体验可有效促进有利于他人的亲社会行为（刘群等, 2020; Dakin et al.,

2021）；生命意义感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具有积极的影响（谢园梅, 郑显亮, 2021）。这

些研究表明生命意义感水平高的个体，其身心健康水平会更高，更愿意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社



会的发展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团体中，实施对集体有意义的利他行为（方建东, 常保瑞, 2019;

Li et al., 2021）。由此提出主动性人格通过生命意义寻求（假设 7）和生命意义体验（假设 8）

的中介作用而正向预测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

另外，网络积极反馈作为个体的一种基本心理需求，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连帅磊等,

2017），而人际关系是生命意义感的重要来源（Carlo et al., 2016）。目前，虽未有研究直接探

究网络积极反馈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但是社交网站作为大学生获得积极反馈的完美平台，

来自他人的反馈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概念（Jong & Drummond, 2016; Wang et al., 2020）。个体

独特的人生境遇塑造其自我概念，影响着个体对其自我价值的认识，与生命意义感有着显著

的相关性（刘杨, 2020）。存在主义理论认为，个体一生都在追求有意义的联结，在关系中

找寻存在的“意义”（Heine et al., 2006）。在关系联结中，个体会依靠他人对自我的反馈和回

应，来发掘、定位和觉知自己的存在意义，即他人的反馈影响着个体对自我的存在（King &

Hicks 2021; 张荣伟等, 2020）。实证研究发现，在网络上与网友的互动行为，如更新动态、

发表评论等可正向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陈晓燕等, 2021）。因此，基

于以往的研究，提出网络积极反馈正向预测大学生生命意义寻求（假设 9）和生命意义体验

（假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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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命意义有两个水平、网络利他行为有四个水平，在图 2中需要标清楚各水平的显著性

系数，并在讨论中分别深入讨论。

答：感谢专家的指导。作者在图 2中，补充了检验模型中潜变量各水平的显著性系数。

根据专家 1的意见，生命意义感的两个水平已分开纳入模型中，并在讨论中补充了两个分维

度对网络利他行为影响的解释。

注：x表示主动性人格，m1表示网络积极反馈，m21表示生命意义寻求，m22表示生命意义体验，y



表示网络利他行为，y1-y4分别表示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网络提醒。

图 2 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感在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间的中介模型

4、讨论部分。对研究结果的解释缺乏相关研究和理论的支撑，且论述较为简单和随意。 另

外讨论时建议分开讨论中介作用、链式中介作用，这样会更清晰一点。

答：感谢专家对讨论部分的指导。作者在讨论部分给出具体可信的原因性的解释，增加

了数据结果解释的深入性。同时，为使讨论内容结构更加清晰，作者分开讨论网络积极反馈

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见讨论部分。

5、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不够突出，需要进一步提炼和明确

答：感谢专家对本研究中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指导。作者进一步明确和提炼了本研究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以便增加研究价值，具体如下：

最后，本研究中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体验在主动性人格和网络利他行为的链式中介

作用，深化了主动性人格影响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作用机制，扩宽了主动性人格的大学生在

网络环境中的行为表现，以及从数据层面支持了意义寻求的前置因素模型，具有一定的理论

意义。在实践意义上，鉴于个体人格特质的稳定性，本研究的两个中介变量对于提升大学生

网络利他行为发生的概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尝试从外在网络社交和内在生命意义体

验两个角度促进个体积极主动的行为，比如鼓励大学生在社交网站中与好友、朋友、家人等

进行积极的线上互动和反馈，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地使用社交网站，增强对生命的感悟等。

6、教育建议部分建议删除，不适合放在讨论部分，且占比过重。

答：感谢专家对教育建议部分的指导。作者已将该部分内容删除。

7、结论部分应该做到简洁、明了，不要将研究结果部分重新放置在讨论部分。

答：感谢专家对结论部分的指导。作者将研究结果中直接推断的论点提炼为研究结论，

并将其简化，以便符合研究结论的要求，具体如下：

（1）大学生主动性人格水平越高，网络利他行为水平越高。

（2）主动性人格通过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体验能够间接预测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

（3）生命意义寻求不能有效预测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

8、文章内容的语言功底及其内在逻辑有待进一步提高。

答：感谢专家的指导。作者自己认真修改的同时，也请相关专业的同学和老师帮忙进行

反复斟酌，以便提高文章语言的严谨性和论证的逻辑性。



再次对审稿专家和编辑部老师表示感谢！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让作者有

机会继续完善此文稿，同时也为我们后续其他相关文章的撰写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再次感谢！


	您好！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此文稿进行的详细而具体的指导。作者根据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对文章进行修改。现对

